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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缓解社会资源分配失衡、助力
医疗公平，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通过聚焦众筹平台中 ２０５７个医疗项目，系统考察其众筹成效与地
区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机制，可发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医疗众筹的成效；欠发达地区求助者相

对较弱的网络捐资能力，是导致成效差异的关键因素；但欠发达地区医疗众筹项目的信息扩散能力更强，部分

缓解了资源劣势；众筹项目一旦进入公共网络空间，原有的数字鸿沟效应显著减弱，平台技术具备弥合地区不

平等的潜质。应着力提升欠发达地区求助信息的公共可见性，激发数字技术促进社会公平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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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技术能否缩小社会不平等，是社会科学领域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争论的议题。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

互联网是一种解构边界的技术，能够降低信息门槛、扩大社会网络与生活机会，从而推动社会平等与流动。①

弱势群体通过数字媒介增强线上线下社会资本，重塑了工业时代结构性不平等的格局。然而，随着数字技术

的普及与平台经济的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技术并不会自动带来平等，反而在接入、使用与获益层面催

生了新的 “数字鸿沟”②，即优势群体更易将技术转化为资本与资源，从中获得更大收益。

已有 “数字不平等”研究大多聚焦阶层、性别、种族与世代差异，而对数字技术如何重构地区间发展不

平衡的讨论有限。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被寄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厚望，越来

越多研究开始关注数字化如何赋能后发地区。但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特定个案，缺乏基于大样本、跨区域的比

较分析。此外，既往研究往往泛化 “数字技术”的整体性，忽视了不同技术场景在资源分配逻辑上的差异。因

此，有必要从具体的技术场景出发，深入探讨特定类型的数字技术如何在空间维度上强化 ／重塑不平等。
互联网医疗众筹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数字技术应用。其结合了数字平台的去中心化特征与公益互

助逻辑，为缺乏制度保障的重病患者提供了新的资源动员路径。通过突破传统地缘与亲缘限制，互联网医疗

众筹在更大范围内重塑了社会支持网络与资源获取方式。然而，这种去中心化机制是否切实实现了机会平等，

仍有待验证。在以上理论与现实背景驱使下，本文将医疗众筹置于数字技术与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之中，基于

全国 １３９５个区县的 ２０５７个医疗众筹案例，系统分析其众筹成效与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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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而探究以下问题：在互联网平台支持下，欠发达地区民众发起的医疗众筹项目是更难抑或更易达成目

标？有哪些具体的生发机制？不同的数字技术设置在其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地区间医疗资源的不平衡与互联网医疗众筹的兴起

近年来，伴随政府卫生支出的持续增长，我国居民就医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日益

健全。但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仍占总支出的 ２７％左右①，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尤其在重特大疾病

保障方面仍存在 “覆盖面不足”“项目缺位”等结构性短板。罕见病用药与高值药品的准入难题②，使得部分

家庭仍深陷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漩涡之中。更重要的是，我国医疗资源的空间配置长期呈现 “东强西弱、城优

村劣”的不均格局，形成了以异地就医和区域性流动为特征的医疗迁移现象。③ 在欠发达地区，“看病难”

“看病贵”依然是事关民生福祉的关键挑战，成为影响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的重要变量。

尽管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超过 ９７％，但基本医疗保险对于重大疾病的保障仍显不足，尤其是在欠发
达地区④，民众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认知度和参与能力较低，难以为重大疾病治疗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诊疗平台的普及，打破了传统时空限制，为欠发达地区居民提供了更

广泛的医疗服务和健康信息获取途径。这不仅有效缓解了部分地区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也为实现医疗公平

提供了新的思路。⑤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医疗众筹作为一种面向全网的筹款渠道，凭借其广泛的公众参与和信

息传播能力，已成为弥补传统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２０１４年以来，我国个人大病网络求助平台为个人募
集的大病救助资金超过 １０００亿元，几乎相当于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四年间中央财政的医疗救助拨款规模。⑥ 基于互
联网的开放性，医疗众筹平台近年来吸引了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网民参与慈善事业。

本文关注个体而非组织发起的医疗众筹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基数更庞大、民众覆盖面更广。根据个体求

助者与潜在资助者的关系模式不同，此类众筹项目存有两大类型：基于熟人网络的医疗众筹 （如基于微信的

项目）和基于公共网络的医疗众筹 （如基于微博的项目）。⑦ 前者的个人求助项目主要是由项目发起人转发到

自己的社交 Ａｐｐ上，包括微信朋友圈、微信群、ＱＱ等，再由社交媒体中的 “好友”转发而扩散⑧，潜在资助

者主要由求助者的线下与线上熟人关系网络构成；后者由个人或公益组织在面向全局网民的互联网平台上发

起，这些媒体平台包括如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潜在资助者主要是互不相识的互联网用户。

虽然上述两种模式的互联网医疗众筹都很常见，但得益于 “轻松筹”“水滴筹”的影响力，以及基于熟

人关系社交众筹的自发性特征，熟人网络众筹模式更为普遍。由于众筹项目中潜在捐赠者与求助患者之间存

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⑨，部分众筹平台除要求病患提供证明资料外，还倡导发起者动员其线下社会关系 （如

亲人、同学、朋友、同事等），通过实名认证等模式对项目进行信任背书，其本质是将线下社会网络复制到线

上瑏瑠，病患及其家庭的线下社会资本由此可直接影响线上众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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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众筹成效的微观机制

当前有关互联网医疗众筹成效的研究，主要有求助者、资助者、众筹平台以及求助项目本身四个研究视

角。传播学主要聚焦求助项目本身的叙事策略、传播途径对于众筹效果的影响，经济学关注医疗众筹平台的

审查、运营及可用性等方面带来的影响，社会学则对医疗众筹过程的两大微观主体———求助方与资助方———

均有关照。本文虽兼顾了两方视角，但重心在求助方，以下将从求助方视角进行文献概述。

一般认为，医疗众筹效果主要取决于求助方的个体特征，其大致可分为社会人口特征和资源禀赋特征。

前者包括求助者的年龄、性别、民族、患病情况等，后者主要指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及文化

资本、社会资本等。医疗众筹的公益救助属性意味着其理应为底层提供紧急救助，但社会经济地位稍高者更

可能拥有强大的关系网络和资源动员能力，因而在熟人网络中更易获得捐助。① 求助者较高的受教育水平通常

意味着良好的图文表达能力和媒介素养，这亦可促进众筹目标达成。②

求助方占有的关系社会资本在众筹中经常发挥着决定性影响。我国医疗众筹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移动互联

网技术，尤其是 “微信”的普及。这类强社交属性的数字技术导致求助者的关系资源对其网络筹资有关键影

响。③ 一方面，求助者的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网络捐资能力，个体线下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资源越多，则其网络

中有捐助与动员能力的施助者之概率将大增。④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除了提供捐款资金外，还起到了认证和转

发的功能。证实人的信任背书可以解决求助者与资助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项目更具有可信度，带来

更多转发，进而广泛地传播并吸引更多的潜在资助者，募集到更多资金。⑤ 求助者的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多样

性越强，意味着求助信息的扩散能力越强，从而带来更多的捐助。除关系社会资本外，身份类社会资本 （如

会员、校友）则增加了人们 （哪怕相互不认识）的相互认同与情感联结，亦会影响医疗众筹的实际效果。

（三）社会资本的地域同质性

求助者的社会资本对其医疗众筹成败至关重要，而社会资本往往是本地化 （ｌｏｃａｌ）的：人与人之间的物
理距离越近，双方产生联系的可能性就越大。⑥ 社会资本的地域同质性源于血缘、学缘、业缘、姻缘四类基础

性社会关系。

家庭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起点，基于血缘关系建立的核心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础来源，随着个人成长和社

会化，社会关系网络沿着家庭亲属关系向外拓展，社会资本也随之丰富。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多个家庭组成

的家族往往是依地理位置而聚集的，这意味着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也是依地理位置而聚集的。

学缘关系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来源。长达 １２年的初等教育，是个体积累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在 “生死

攸关”的关键时期，此类社会关系是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由于大多数初等教育是在家乡完成的，由此

结识的教师、同学、校友等也多来自同一地域，因此学缘关系很难摆脱地域的限制。即便是高等教育，大多

数也是本地化的；而且高校学生的同伴网络中，同乡之间更可能形成友谊。⑦

在构建和维系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业缘关系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互联网的出现使远程办公成

为可能，提高了工作地点的灵活性，但绝大多数劳动者仍拥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共同的工作场所使互动成为

可能⑧，从而促进业缘关系的形成。因此，业缘关系亦是围绕着行动者所处的地理空间而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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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姻缘关系作为一种强社会关系，通常在学缘或业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是建立家庭关系网络、获

取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我国通婚圈以省内通婚为主，同村 （街道）通婚与同县 （区）通婚的占比之和超六

成①，表现出鲜明的地理邻近性特征。虽然线上建立亲密关系在网络时代成为可能，但是线上约会仍是本地化

的②，这进一步强化了姻缘关系的地理邻近性。

而来自共同地域的互动双方，其社会经济地位更为相仿，故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社会资本之异质性、广泛

性、达高性均受到其所处地理位置的限制。虽然数字时代中虚拟空间的社交亦能够拓展人们在实体空间的社

会网络，带来地域异质性的社会资本③，但社会交往本质上是人情互惠，社会网络的虚实转换需以承付与兑现

能力为基础④，因此欠发达地区居民在获取线上的异质性社会资本时通常也处于劣势。

（四）医疗众筹成效的地区差异及其动因分析

１ 关系网络捐资能力的地区差异。

由于施助者的关系网络捐资能力与其经济能力息息相关，而以熟人网络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众筹项目依赖

于病患及其家庭的线下关系网络⑤，正如上文论述，这种核心网络主要是本地化的。此时，如果求助者来自欠

发达地区，其因血缘、学缘、业缘、姻缘等而形成的核心关系多数也身处该地。从概率上讲，这些潜在资助

者的就业机会、工资与财富也较低。因此，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求助者，其核心网络的捐资能力孱弱，众筹项

目的目标达成度有限。从这个角度看，欠发达地区的众筹项目仍然在弱势群体内部 “空转”，跨地区的资源

再分配效果有限。

假设 １：求助者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越低，其核心网络的捐资能力越弱，继而导致其发起的项目的筹款
金额较低。

虽然大多数医疗众筹项目主要在求助者的熟人化、本地化网络中传播，但随着社会网络不断派生，信息

得以转发扩散，亦会有少量匿名的、非本地的 “潜在资助者”接收到项目信息。但即使在网络社会，以 “差

序格局”形成的社会结构仍然存在⑥，以项目发起人为中心形成的核心网络在捐款过程中起到示范效应，倘

若核心网络的捐助金额较少，派生网络所提供的捐助额亦较低⑦。此外，在医疗众筹的 “求助故事”中，病

患及其家庭通常会公开其所属地区，故 “同乡”身份经常是促使捐助和转发的重要原因。但问题在于，拥有

共同身份特征的个体更可能处于相似阶层，这也限制了来自欠发达地区医疗众筹项目的筹款能力。

假设 ２：求助者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越低，其派生网络的捐资能力越弱，继而导致其发起的项目的筹款
金额较低。

２ 信息扩散能力的地区差异。

互联网众筹的最终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求助信息能否获得有效的信任背书与社交网络的主动转发。⑧

众筹项目多由病患本人或家属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起，该空间以强关系为基础⑨，蕴含着角色义务、社会期待与

道德责任。对于高地位者而言，转发医疗众筹项目信息可能被视为对个人声誉的削弱瑏瑠：一方面，项目转发通

常伴随着呼吁捐款的暗示；另一方面，将私人经济责任公开化，容易引发伦理歧义。这使得部分高地位施助

者更倾向于 “捐而不转”。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的用户则可能出于互助伦理以及亏欠的情感逻辑，更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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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众筹成效的地区差异及其微观解释

过 “证实”与 “转发”来表达支持，弥补其捐资能力的有限。

更重要的是，来自欠发达地区项目往往被感知为更 “弱势”或 “更值得帮助”的案例，其所处的地理标

签与资源劣势，能够显著激发线上施助者的共情反应与道德情绪。在这种情境下，“不能见死不救”等内化

道德原则会被强烈激活。此外，为落后地区项目转发、发声，也是一种道德表演与社会声誉维护的潜在策略，

有助于个人在数字公共空间中强化有良知、负责任的道德自我形象。

因此，来自欠发达地区的项目更易获得超出预期的信息扩散效应，从而部分遮蔽其原本在网络捐资能力

上的结构性劣势，形成一种平台内部的信息公平性补偿机制。相比熟人网络，这种补偿效应在公共网络中则

更为明显。

假设 ３：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众筹项目，更有可能获得信任背书和转发，使得这些项目的信息扩散能力更
强，继而弥补了其网络捐资能力的弱势。

（五）传播途径：医疗众筹成效地区差异的关键调控机制

本文最后一个递进性议题是：若跳脱出地位同质性较强的微信朋友圈，进入公共网络环境，医疗众筹的

成效是否能够摆脱地区发展水平的限制呢？本文关注的医疗众筹平台恰好存在两种项目传播途径，天然地构

成了一项 “准自然实验”，为探讨该议题创造了条件。

第一种求助形式是仅通过微信求助。绝大多数项目发起后，病患及其家庭通过微信转发亲友或朋友圈，

当 “好友”们看到信息后进行捐助、转发，甚至信任背书。第二种求助形式是 “混合途径”，即求助信息除

了通过微信朋友圈传播外，还被平台选中，置于平台 Ａｐｐ首页，对外展示。本文所关注的平台，每天从所有
正在进行的众筹项目中随机抽选 ３０个，推送平台 Ａｐｐ首页，让更多的潜在施助者看到这些项目信息。这种混
合途径虽并不能创设出完全通过公共的匿名网络进行信息扩散的传播情境，但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去探究

不同传播途径对医疗众筹地区差异的影响。本文认为，相较微信等以熟人关系为主的封闭型网络，在平台

Ａｐｐ这一公共的、开放的网络情景中，公众更关注病患的经济特征，如城乡背景、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等，
根据病患经济能力与病情 “轻重缓急”做出捐助决策，对病患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程度更小，从而

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众筹项目有更高的概率获得关注，更有利于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众筹项目，缩小地

区间众筹效果的差异。

假设 ４：相比于仅通过微信传播的医疗众筹项目，通过混合途径传播的项目受所在地区发展水平的限制
较小。

图 １　 理论框架图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某大型医疗众筹平台。截至 ２０２４年底，该医疗众筹平台积累发起过 ３４０万人次的大
病重病筹款项目，近 ５亿人次参与赠予，累计筹款额超 ６７０亿元。其影响力在国内医疗众筹平台中极具代表
性。在该平台上发起的医疗众筹项目包括：病患个人发起和慈善组织发起这两大途径。前者受众广，社会影

响大，是本文的关注对象。项目组对该平台 Ａｐｐ 首页上每日展示的 ３０个医疗众筹项目和从线下 “种子”获

５２１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１０ Ｏｃｔ ２０２５

得项目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数据抓取。第一条途径共计获得 １６０２个众筹项目①，第二条途径共收集了 ４５５个众
筹项目信息②。

根据项目中出现的信息，本文识别了所有求助者家庭所在区县，共获得 ２０５７个有效项目 （样本），涵盖

了全国 １３９５个区县。近半数区县出现 １次 （４７ １％）、出现 ２次的区县占比为 ２７ ６％，出现 ５次以上的区县不
足 １０个。

（二）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医疗众筹的成效，并将其操作化为项目最终筹集到的总金额。本文所涉及项目，其

平均筹款金额约为 ６万元，占到筹款目标额 （２３ ９万）的四分之一。为避免极端值影响，本文对该指标取自
然对数后纳入回归模型。

２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项目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简称地区发展水平）。为了更精细地探索不同地

区间医疗众筹的差异，本文将地区划分至区 ／县一级。③ 众筹项目所在地的发展水平应采用滞后变量，本项目
数据采集于 ２０１９年，但若仅使用 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可能因滞后年份较多而存有较大偏差。为了
更好地估计众筹项目所在地的发展水平，本文将 《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 《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

料———２０２０》数据合并，对每个指标取 ２０１０和 ２０２０年两个年份的均值，来测算众筹项目所在地的发展水平。
在指标选取方面，由于本研究注重社会性力量参与医疗众筹，故 “地区发展水平”的指标更侧重于居民

端。鉴于数据的可及性和可靠性，本文涉及如下四个指标：当地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事第二、三产业劳

动者占总劳动者的比例，人口城镇化率，以及人均 ＧＤＰ。所提取的公因子 “地区发展水平”的累计解释率达

到 ７３ ７％，各因子负载介于 ０ ７５—０ ９４之间，ＫＭＯ值为 ０ ７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ｐ＜０ ００１，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３ 中介变量。

网络捐资能力：由于在研究过程中无法获得 “施助者”与 “求助者”的具体关系，基于捐款时间的次序

性，本文对核心网络与派生网络的捐款能力进行间接测量。“熟人”网络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不同 “施助者”

在时间上捐款次序不同。在项目发起后，首先是核心网络———即求助者的亲朋好友进行捐款，在核心网络转

发后逐渐形成派生网络，与病患家庭无直接联系的陌生 “爱心人士”参与捐款。根据 “邓巴定律”，人类的

社交网络规模有限，绝大多数人的亲密好友在 ２０ 人左右，上限在 １５０ 人左右④，该定律在中国网民中亦适

用⑤，本文进行保守估计———将前 １００笔捐款的平均额度视为求助者核心网络的捐款能力，３００笔捐款以后的
平均额度视为派生网络的捐款能力。从表 １可以看出，核心网络的平均捐款额度为 ５４ ６元，高出派生网络的
平均捐款额度 （２８ ９元）近一倍；并且该差异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疾病的子群体中稳定存在。这印
证了前文的基本预判———随着网络的不断扩散，网络捐资能力将不断减弱。

信息扩散能力：信息的扩散依赖于潜在施助者对求助信息的信任程度与转发频次。由于潜在施助者与求

助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网络中的证实人对项目可信性的认证就尤为重要。⑥ 为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众

筹平台提供了专门的实名证实模块供社会关系来为病患及众筹项目背书。有更多的证实人为众筹项目信任背

书，意味着求助信息的可信度增加。证实人的规模又进一步关联到项目的被转发次数。在互联网时代，项目

转发是信息扩散的重要途径，在社交网络中被转发频次越多，意味着众筹项目能接触到的潜在施助者越多，

信息的扩散能力越强。因此，本研究通过项目 “证实人规模”与 “转发频次”来反映项目信息的扩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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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该平台上，每年发起的项目总数高达 ３０余万个，相较之下，只有约 １％的项目有机会在平台 Ａｐｐ首页展示。
“种子”来源于项目组招募的百余位高校学生，请其利用寒假返乡时机，从亲朋好友的微信朋友圈中收集汇总而来。尽管在研究过程

中尽可能考虑了 “种子”的地区代表性，但其收集环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便利性、可行性的制约，导致种子的代表性可能因此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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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缪晓雷：《论社会网络虚实转换的双重动力》，《社会》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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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控制变量。

本文还纳入了求助者社会经济地位、年龄、性别、疾病类型以及求助项目所需费用、是否被推荐至 Ａｐｐ
首页、图文感人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由 １１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转化为均值

为 ０、标准差为 １的变量）后求和而得。① 项目组聘请了研究助理对求助项目的图文感人程度分别进行了评
估。经检验，“图片感人程度”和 “文本感人程度”的组内相关系数 （ＩＣＣ）分别为：０ ４６７和 ０ ４７０，按照
测量学标准，一致性程度尚可。② 最后，鉴于本文重点考察区 ／县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模型中还控制了
该地区的人口规模 （百万）、老龄化程度 （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比）、少数民族占比、出生性别比 （女性＝ １）等
宏观变量。

表 １　 本文所涉及核心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描述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已筹金额 （万元） ６ ０９６ ８ ００７ ０ ０２８ １００ ３０７
已筹金额 （对数） １ ４４２ ０ ８０４ －３ ５９４ ４ ６０８

地区发展水平 （公因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２ ８９２ ３ ６０８
核心网络捐资能力 ０ ５４６ ０ ２７３ ０ ０４７ ２ ８３６
派生网络捐资能力 ０ ２８９ ０ １１９ ０ ０３５ ２ １９０
证实人规模 ５０ ９０２ ４２ ３３０ ０ ５５４

转发次数 （对数） ６ ６２６ ０ ８６６ ２ ８９０ １０ ４４３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 ００４ ４ ５５４ －１４ ００４ ２０ ８１７
所需费用 （万元） ２３ ９２７ １４ ８２２ ２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图文感人程度 －０ ０１１ ０ ６９４ －４ １０４ ２ ０４６

被推荐至 Ａｐｐ首页 ０ ７７９ ０ ４１５ ０＝未推荐 １＝推荐
性别 ０ ５８８ ０ ４９２ ０＝女性 １＝男性
年龄 ３７ ５４７ １９ ２９８ ０ ７８

人口规模 （百万） ０ ７３５ ０ ８１４ ０ ０１５ １０ ５２９
老龄化程度 ０ １７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７ ０ ３３０
少数民族占比 ０ ０８６ ０ ２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９８４
出生性别比 １ ０４７ ０ ０４９ ０ ８２８ １ ５４４

四、实证结果

（一）地区间互联网医疗众筹成效的马太效应

表 ２呈现了项目已筹金额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模型 １仅纳入了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项目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医疗众筹已筹金额有显著正向影响 （ｐ＜０ ００１）：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
众筹项目所在地的发展水平每提高 １个标准单位，项目获捐总额将增加 ５ ８７％ （ｅｘｐ０ ０５７ －１）。地区间的医疗众
筹成效呈现出鲜明的马太效应。

表 ２　 地区发展水平与项目已筹金额的多元线性回归 （Ｎ＝２０５７）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地区发展水平 ０ ０５７（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６！（０ ０１６） ０ ０８６（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７（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６（０ ００９）

核心网络捐资能力 ０ ７７４（０ ０５６） ０ ６６６（０ ０３６）
派生网络捐资能力 １ ６４９（０ １３５） １ ７３６（０ ０８５）
证实人规模 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
转发次数 ０ ６１９（０ ０１４） ０ ６０９（０ ０１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 Ｒ２ ０ ２８３ ０ ３４５ ０ ３３２ ０ ４８０ ０ ６２４ ０ ７８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１０，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控制变量包括：所需费用、性别、社会经

济地位、是否被推荐至 Ａｐｐ首页、图文感人程度、年龄段、疾病类型，地区的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少数民族占比、出生性别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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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指标：家庭房产价值、家庭年收入、家庭金融资产、是否拥有私家车、求助人家庭成员的职业等级、受教育程度、医保数量、

是否拥有低保、是否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否领取政府补助、求助人的家庭经济条件 （评估）。具体操作化过程可见程诚、任奕飞：

《求助悖论：疾病众筹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社会》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评估流程：首先，项目组招募若干在校生作为研究助理，每人随机分配 ２０—３０个众筹项目链接；其次，要求每位助理仔细阅读求助
故事、求助者上传的图片及补充性材料，并独立打分 （０—１０分）；再次，为避免个体阈值差异，本文根据助理对其打分进行组内标
准化；最后，由于每个众筹项目由两名助理独立打分，本文对其打分求平均数获得图片和文本感人程度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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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２在模型 １基础上加入了 “核心网络捐资能力”这一中介变量，所在地区发展水平对已筹金额的回

归系数下降了 ３１ ６％，但仍然统计显著 （ｐ＜０ ０５）。模型 ３则加入了 “派生网络捐资能力”这一变量，自变

量系数的下降幅度 （约 ５４ ４％），降幅相对于模型 ２更大。这表明派生网络对筹款效果地区差异的解释力大于
核心网络。核心网络虽能提供最及时的捐助，但受网络规模的限制，影响力度不及派生网络。相对于模型 １，
在分别加入 “核心网络捐资能力”与 “派生网络捐资能力”两个变量后，地区发展水平的系数虽仍显著，但

显著性与系数值均有所下降，这意味着求助方的 “核心网络”与 “派生网络”的中介效应至少部分成立。在

下文中将呈现更具体的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 ４和模型 ５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 “证实人规模”和 “转发次数”两个中介变量，此时，项

目所在地发展水平对筹得金额的影响不降反升，影响强度分别提高了近 ５１％和 ３５％。这说明当 “证实人规

模”和 “转发次数”被控制以后，地区间的医疗众筹效果的差异变大了，来自欠发达地区的项目更可能获得

证实人的支持且项目更容易被转发，“证实人规模”与 “转发次数”两个变量的遮蔽效应成立。

模型 ６纳入了所有中介变量，结果发现地区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仍在 ０ １％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尽管本文
所述的四个中介机制成立，但纳入这些中介变量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所在地发展水平与医疗众筹效果的内在关联。

（二）微观机制的相对解释力：基于 ＫＨＢ分解
为了更有效地分解各微观机制变量的中介效应，本文引入了 ＫＨＢ中介效应分解。① 表 ３的分解结果显示，

四个中介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核心网络与派生网络捐资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３８ ８％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４８，下同）和 ６９ １％；而证实人规模与转发次数的遮蔽效应占比分别为 １６ ６％和 ５３ ８％。

总体而言，ＫＨＢ检验再次支持了本文假设 １、假设 ２和假设 ３。项目所在地发展水平对求助者的核心网络
捐资能力与派生网络捐资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项目证实人规模与转发次数均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这表明来自发达地区的求助者更可能利用其核心网络与派生网络以获得更高额度的捐助。然而，来自欠发达

地区的项目更有可能被证实或转发，求助信息的扩散能力更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网络捐资能力的弱势。

表 ３　 对医疗众筹成效微观机制的 ＫＨＢ分解 （Ｎ＝２０５７）

系数 标准误 占比

总效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９
直接效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９
间接效应

　 核心网络捐资能力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４ ３８ ７９％
　 派生网络捐资能力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５ ６９ １２％
　 证实人规模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１６ ５８％
　 转发次数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０ －５３ ８０％

　 注：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医疗众筹是非常稀缺的事件，案例分散在全国各地，导致各个区县的样本稀少，近半数区县出现 １
次。这一状况可能会对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带来挑战。为此，本文从多个途径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相关结果可

见下表 ４。
首先，剔除了那些区 ／县只出现过 １次的样本 （模型 １和模型 ２），结果显示地区发展水平与众筹金额依

然是正相关，而本文所提及的四个机制性变量亦保持显著影响；尤其当网络捐资能力被控制以后，地区发展

水平的影响强度大幅下降；其次，我们进一步剔除了区 ／县只出现过 １次或 ２次的样本 （模型 ３和模型 ４），此
时总样本只剩余 ５２０个，但地区发展水平与众筹金额依然是正相关，其他四个机制性变量亦保持显著影响。
最后，将分析单元上移至地级市层面 （模型 ５和模型 ６），此时地区发展水平依然保持正向影响，且其系数
随着网络捐资能力的纳入而下降。总体而言，以上三种稳健性检验中，地区发展水平与医疗众筹效果均出

现高度正相关性，而且其影响力均随着网络捐资能力的纳入而下降。该结果与理论预期以及前文实证结果

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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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分析工具：ＳＴＡＴＡ １７ ０，命令为 ＫＨＢ。我们也采用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来验证中介效应的稳健性。两种估算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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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于多种途径的稳健性检验

出现 ２次及以上的区县 出现 ３次及以上的区县 用地级市替换区 ／县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地区发展水平 ０ ０５７（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９（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９）
证实人规模 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
转发次数 ０ ５２２（０ ０２４） ０ ６２２（０ ０１９） ０ ５０９（０ ０３７） ０ ６１６（０ ０２９） ０ ５１９（０ ０１７） ０ ６０９（０ ０１４）

核心网络捐资能力 ０ ６２７（０ ０５０） ０ ５９０（０ ０８０） ０ ６６５（０ ０３５）
派生网络捐资能力 ２ ０１８（０ １２６） ２ ０８２（０ １９６） １ ７５８（０ ０８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０８８ １０８８ ５２０ ５２０ ２０５７ ２０５７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４１ ０ ７８４ ０ ６３９ ０ ７８４ ０ ６４４ ０ ７８５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１０，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

（四）数字技术对医疗众筹地区差异的调控

医疗众筹因数字技术设置的不同，而导致了两个典型的传播模式：一是基于熟人网络的项目信息传播，

二是因被推荐至 Ａｐｐ首页而促成的基于公共网络的项目信息传播。这两种差异化的传播模式可能对众筹成效
的地区差异带来潜在影响。

表 ５中，模型 １仅保留了在熟人网络 （微信朋友圈）中传播的众筹项目，模型 ２仅仅包含通过混合途径
（即同时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并被推荐至平台 Ａｐｐ首页）传播的众筹项目。模型 １表明，在熟人网络中传播的
众筹项目中，地区发展水平公因子在 ０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筹款金额。但当本文将注意力转移到混合
网络上，此时地区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１与模型 ２对比可知，在混合网络中，地区
发展水平对众筹效果的影响力度大幅减弱。

就地区发展水平在不同网络空间的差异化影响，本文进一步构造交互项进行了统计检验 （模型 ３），可以
看到地区发展水平的主效应为 ０ ２００ （ｐ＜０ ００１），而交互效应为－０ １８９ （ｐ＜０ ００１）。同样可以看出：地方发
展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拘泥于熟人网络的众筹项目，而在混合网络中，其影响力消失殆尽。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项目传播拓展到公共网络空间确实有助于欠发达地区的求助者摆脱其社会网络资源

较少带来的局限性，帮助欠发达地区的求助者更好地筹集到善款。本文的假设 ４得到支持。

表 ５　 两种传播途径中地区发展水平对筹款效果的影响

模型 １：熟人网络 模型 ２：混合网络 模型 ３：交互效应
地区发展水平 ０ １４９（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２００（０ ０３１）

被推荐至 Ａｐｐ首页 －０ １９８（０ ０３９）
地区发展水平被推荐至 Ａｐｐ首页 －０ １８９（０ ０３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４５５ １６０２ ２０５７
调整后 Ｒ２ ０ ５６５ ０ １０９ ０ ２９３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

表 ６展示了在混合网络中地区发展水平对本文四个中介变量的影响。可以看到，尽管地方发展水平依然与网
络捐资能力正相关，但众筹项目所在地的发展水平越高，其被认证和转发的概率将更低。如果我们采取交互效应

的分析策略，也可以看到来自落后地区的项目，若被推荐至公共网络空间，则更可能被其他社会成员转发。

表 ６　 地区发展水平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仅保留被推荐至公共网络的 １６０２个案例）
核心网络捐资能力 派生网络捐资能力 证实人规模 转发次数

地区发展水平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３） －３ ２１９（０ ６７０） －０ ０６４（０ ０２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 Ｒ２ ０ ０７３ ０ １５０ ０ １０８ ０ １２９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控制变量包括：所需费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图文感

人程度、年龄段、疾病类型，地区的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少数民族占比、出生性别比等。

其原因可能是，当求助信息经由私人网络扩散至匿名网络，病患及其家庭特征与困境叙述成为资助者做

出捐助或转发行为的重要权衡标准。在公共网络空间中，出于同情的原则，人们更可能关注来自欠发达地区

的众筹项目，此时发达地区的众筹项目因其 “优势地理区位”反而落于下风，难以获得信任背书和项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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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而二者对于医疗众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所以在公共网络空间中，欠发达地区的众筹项目可以摆脱其

熟人网络捐资能力的局限性，呈现在更多异质性的网络空间中，被更广泛的社会成员 “看见”，获得更多的

转发，从而消减其所嵌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主要从平台上爬取数据，获取仅通过私人网络途径传播的样本 （仅 ４５５个）有限，
而现实恰恰相反，绝大多数项目没有机会被推广至 Ａｐｐ首页，而是通过单一的熟人网络传播。表 ５模型 ２仅
删除约 ２２％的熟人网络样本，其结果便不再显著，表明熟人网络传播在现实中对医疗众筹的功效极强。

既然被推荐至众筹 Ａｐｐ首页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众筹项目，那么当前该推荐机制考虑了地区发展水平
吗？表 ７通过 ｌｏｇｉｔ回归，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发现，平台推荐时并无地区偏好。无论是地区发展水平公因子，
还是其他测量指标 （除平均受教育年限外），均不影响项目是否被推荐至公共网络。这可能是未来促进区域

公平的重要着力点。

表 ７　 地方发展水平是否影响项目被推荐至医疗众筹 Ａｐｐ首页？（Ｎ＝２０５７）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地区发展水平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３）

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占比 －０ １３３ （０ ３６５）
人口城镇化率 －０ ３０１ （０ ３７８）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 １６２ （０ ０７１）
人均 ＧＤ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伪 Ｒ２ ０ １９５ ０ １９４ ０ １９４ ０ １９６ ０ １９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控制变量包括：所需费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图文感

人程度、年龄段、疾病类型、证实人规模、前 １００笔平均捐款额 （百元）。

五、总结与讨论：均衡器还是数字鸿沟

具有公益互助特征的医疗众筹，作为一种资源再分配手段，代表了继市场与政府再分配之后，在道德力

量驱动下的 “第三次分配”，为许多身患大病重病的家庭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求助路径。本文通过对国内某医

疗众筹平台的量化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

首先，居住地发展水平越低，求助者的众筹效果越不理想。这与 “按需分配”的理想存在一定差距，互

联网医疗众筹虽具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动员潜力，但在实践中，更有利于发达地区的病患家庭。居住于欠发达

地区的求助者，面临双重困境———医疗资源的供给不足和众筹效果不佳，这使得 “第三次分配”的美好愿景

未能完全实现。

其次，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居住于欠发达地区的求助者，其核心网络和派生网络的捐资能力普遍较弱，

导致众筹目标达成度较低。其社会机制与人际交往的地位同质性密切相关：处于欠发达地区的病患家庭，其人际

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有限，而医疗众筹通常依赖于熟人网络发起和传播，对社会网络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幸运的

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众筹项目，因更多的证实人数和转发人数展现出较强的信息扩散能力，继而提升了项

目的筹款成效。虽然这一优势不足以完全逆转其劣势，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网络捐资能力带来的局限。

第三，项目传播途径对地区间众筹成效的调节效应显示，相比于仅依赖 “熟人网络”转发的项目，被平

台推广至匿名网络的项目，其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对众筹效果的影响较小。通过混合途径筹款的项目能够突

破 “熟人网络”限制，传播至更广泛的异质性互联网空间，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捐助。这一现象表明，社

会成员在合理需求上的共识，使得 “按需分配”原则在数字平台的网络传播中起到了支配作用。虽然混合网

络突破了地区差异带来的局限，但目前仍有大量项目局限于熟人网络，未能进入更广泛的公共网络空间。

乐观的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最伟大的 “均衡器”，能够缩小民族、阶层与地区之间的差距，消除资源和

信息的不对称。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国家和政府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已经大大缩小了接入层面

的 “数字鸿沟”，但使用层面的 “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本文不同于以往关注互联网接入的不平等，它揭示

了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众筹的 “收益”鸿沟仍然显著，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项目未能充分受益于互联网带

来的红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体的行动与结果深受其人际社会网络的 “嵌入性”特征影响，互联网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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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并非完全均等，而是受到个体所处社会结构的制约，特别是在依赖熟人网络的背景下，地域同质性仍然存

在。这表明，尽管互联网技术为信息扩散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但社交关系的物理空间邻近性依旧是网络扩

散效果的决定因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网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 “均衡器”的功能。对于贫困地区的医疗众筹

项目而言，越是资源匮乏的地区，越有可能通过公共平台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和支持，提升筹款成功的可能性。

这表明，数字技术的具体应用方式决定了它在社会公平中的角色，它既能加剧资源鸿沟，也能成为打破鸿沟

的有效工具。因此，在讨论相关议题时，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具体的互联网技术路径，不能停留在表面。

本文对优化互联网医疗众筹的实践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要突破众筹项目在熟人网络中的 “空转”困

境，将更多项目推向综合性公益平台等公共网络，扩大互联网的共情能力。其次，目前医疗众筹平台的展示

和筛选机制尚未充分考虑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均衡，这限制了欠发达地区项目的曝光率与参与度。借鉴我国

“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的优良政策传统和实践基础，建议鼓励支援单位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关注被帮扶地区

的医疗众筹项目，适度提供支持，以提升欠发达地区求助信息的跨区域可见性。最后，从 “流量”角度来

看，若欠发达地区的项目能够跳出传统众筹 Ａｐｐ的局限，借助更多平台的传播，尤其是吸引富裕人群聚集的
网络社群，或能进一步打破熟人网络的局限，提升其筹款机会。

本文也有些问题尚未完全回应，在后续研究中可进一步讨论。首先，在所有变量均加入回归模型后，所

在地发展水平对医疗众筹的显著影响仍然存在，这表明仍有其他潜在机制未被挖掘。本文认为求助信息过载

所引发 “同情疲劳”，值得在未来深入验证。其次，本文假定网络捐资能力 （２个指标）与信息扩散能力 （２
个指标）的影响是并行的，但核心网络的捐资能力有可能影响到项目的转发，而且其方向可能存在理论争论，

这一复杂的链式中介效应有待进一步探讨。最后，本文所收集的仅在熟人网络传播的样本占比较少。由于医

疗众筹是小概率事件，故本文动员了上百名志愿者作为 “种子”，仍只收集到 ４５５个有效样本。但现实中，绝
大多数医疗众筹项目只通过熟人网络传播，仅有少数项目有机会被推荐至 Ａｐｐ首页。更多熟人网络样本的补
充将有助于推进本议题的深化。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助，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互联网疾病众筹中的资助

行为和筹资效果研究”（２３ＳＨＡ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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